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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olow, 1987年諾具爾獎經濟學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
目前對成長理論的興趣野火復甦，是羅默Romer（1986年，從他1983年論文）和Lucas （1988年，從他1985年馬歇爾講座）的文章引發。這種蓬勃現象沒有消減的跡象。現在還不是總結和評價的時機。我的目標也不是如此雄心勃勃。我想要做的，是把新思想置於某種歷史角度，也許沿路灑下一些特殊的判斷。
在過去50年左右，對成長理論的興趣有三個浪潮。首先是與Harrod (1948) and Domar (1947) 的著作相關；當時Harrod較為默默無聞，但吸引更多的注意（在更早的1939年），雖然Domar看待事物的方法是更切合目前的一些想法（註1）。第二次浪潮是新古典模型的發展。我認為對這是什麼依然有一些誤解，也許是不可避免。第三次浪潮開始時，是回應新古典模型的疏漏和不足之處，但現在產生了本身的替代問題和答案。
Harrod-Domar推動
假設，出於某種技術性或任何其他原因，總產出是與（實際）資本成比率。Harrod的說明有這方面的證據，往往依賴不完全的特定行為和預期性假設。Domar更直截了當集中於穩定增長中需求與供應平衡的要求，所觀察的比率幾乎沒有趨勢。假設已實現的儲蓄和投資（為了簡單，假設是淨值）是與產出和收入成正比。這項假設有類似的證據：因為，投資與資本成正比，而這固定了資本和產出兩者的趨勢增長率，除非產能利用率發瘋。增長率是投資─產出比率與產出─資本比率相乘的積。如果以事後觀念來看，儲蓄─收入比率與投資─產出比率是同一回事。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分支，成長理論其中一個定義性特徵，是它往往忽略被那句子掩飾的艱深的經濟學。
現在假設，無論是什麼理由，每產出單位所需勞動力投入能以比率m下降（即說勞動生產力以比率m增長）。如果勞動力以n比率增長，就出現僵局。總產量必須以平均率m+n增長，否則失業率將無限期上升（如產出增長過於緩慢）或是經濟的勞動力不足（如增長太快）。剛才看到增長率必須滿足一個相當獨立的條件：必須相等於儲蓄與投資的配額（s），與產出─資本比率（a）相乘的積。只有sa = m + n時這兩個條件才可以一致。但是沒有任何理由這不會發生，因為四個參數來自四個完全互不相關的來源。
這樣的架構似乎有兩個不合口味的後果。第一是被觀察的經濟體系應該有大部分時間經歷失業率增加或下降和／或產能利用上升或下降等事件延長。沒有理由期望這些動作只限於小規模的商業週期層面或將會迅速扭轉。但這看來不是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記錄。
第二個明顯的後果就是這一點。假設可以避開第一個問題。這可能發生，例如，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那就可以有工業勞動力以當時所需的速率sa-m增長；只有從農村人口的盈虧加減才可以見到錯配的後果。
這樣的經濟僅僅通過增加其投資額度就可能推高工業長期增長率。在這模式的影響下，有時曾提出這政策。一般來說是有意義的。但如經濟發展是如此容易，很難理解為什麼沒有更多貧窮國家遵循這條快速增長的道路。即使富裕國家必將有時會利用這可能性。看待長期經濟成長的方法似乎有錯。
避免這些尷尬結論的第一個直截了當方式，是認識到四個基本參數至少有一個可能是內源性。然後在大部分或全部時間，sa = m + n這條件可能有解決方法；並可能有合理的調整過程，落實解決辦法，讓增長不受干擾。顯然，投資─收入比率配額s和產出─資本比率a是內生性的自然可能因素（註2）。Nicholas Kaldor (1956) 和其他人試圖以這種方式利用s，通常是強調解釋為儲蓄率，引入不同類別的收入有不同儲蓄率，特別是工資和利潤，然後把重點放在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作為造成總儲蓄率內生變化的機制。（Bertola, 1992是這思路的有趣現代論述。）平心而論，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沒有流行，部分是實證原因，部分是因為機制似乎要求生產要素價格完全脫離生產力因素。
新古典回應
標準的新古典模型，當然以產出─資本比率a作為內生變量來解決問題。然後，因為資本密集度的變化，勞動生產率增長m會有一個內生的組成部分；但有可能仍然有一個外源性成分，鬆散定義為「技術進步」。這與幾個相關的優勢，與經濟體系的其他部份很好配合；一個安心和合理的措施是以勞工取代產出─資本比率的資本，可能提升這比率，尤其是在較長的時間尺度。所暗喻的調整機制是合理的和熟悉的。如sa-m > n，相對於資本，勞工變得稀缺，人們可能很自然期望工資─租金比率上升；成本最小化的企業自然會以資本替代勞動力。產出─資本比率會下降，經濟將更接近滿足一致性條件。反之亦然。（忽略考慮總需求的習慣可能有點麻煩。在高失業率時期，企業面臨產品市場疲軟；降低工資可能使事情變得更糟。）多數經濟學家可以輕易作出假設：什麼收益遞減會使這機制運行。沿著等產量曲線取代是例行公事。不過，這並不算作支持傳統假設的證據，但這解釋為何經濟學家對這模型感到安心。此外，有相當多的證據支持傳統假設，大大超過相反的方向。

請注意，我沒有提到固定規模回報。這是因為沒有固定規模回報，該模型也可以運行順暢。偶爾有表達相反的信念是一種誤解。假定有固定規模回報是頗為簡化，因為這省略了一個層面，使整個分析只是以比率進行，也允許進一步簡化為市場的基本形式是競爭性。但這不是模式運作所必需，甚至在廉價電腦模擬時代也不是有壓倒性的用處。
大家都知道，以這種方式修補第一個尷尬的含義（含義是經濟體系應經歷失業和生產力利用率長期波動），也照顧到第二個尷尬含義（即增長是因為提高投資配額，似乎是有點太容易的方法）。資本的回報遞減，意味著長期的增長率是完全獨立於儲蓄─投資的配額。提高或降低投資產出的部分和堅持計劃的封閉經濟，會經歷總增長率上升或下降，但只是暫時。最終，增長率回復到其長期價值。增長率的基礎，是n和m的技術進步的組成部分，投資維持改變的唯一永久效應，是趨勢路徑水平向上或向下移動，但不是斜度。在這模型，提高人均增長率並不容易，除非可以刻意改變技術進步率，這是不可能的。
這結論的逆轉觀點引起對新古典模型的批評：這成長理論未能解釋大部份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這觀察有一些真理，但也有一些剩餘的誤解。首先，認為技術進步率是外生，並不是說這或許是常數，或許是完全不規則，或總是神秘。人們可以預期技術進步率會有時增加或減少。這模型對這樣的活動沒有任何解釋，或是根本沒有明顯的解釋。否則這可能以某些合理的事後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但不是作為該模型本身的系統部分。
其次，任何人都不是打算否認技術進步至少是經濟的部分內源。寶貴資源用在追求創新，大概是連帶財政成功的一些合理期望。專利權制度是要鞏固這期望，從而吸引更多資源投入到尋找新產品和流程。若然所有的活動與技術進步的實際實現全然無關，這會是非常奇怪。問題是對這過程有什麼有用的說法，否可以成為積累式成長模型的部份。我稍後會建議這可能是目前成長理論第三次浪潮最有前途的方面，即使迄今關於這問題的許多文章似乎是過於簡化和難以令人信服。
較新的其他方法
較新的成長理論模型首先採取的方向，不是直接朝向技術進步的經濟學，而是一些較為簡單的：直接放棄「資本」回報遞減的想法（現在解釋為整套可積累的生產要素，可以稱之為「人力資本」或「知識積累」）。這復甦階段可稱為回歸Domar的一概化，但加入其他花俏的東西。這些花俏東西包括資本和勞動力之間，以及各種形式的資本的可替代性，漸近於無的回報遞減，採納有無限跨代最適化的代表性個人的設置以確定（一切）投資，以及引入壟斷性競爭作為市場的基本形式。

我想插兩點意見。因為規模回報遞增的出現，不完全競爭的模型才是必要。我已經提到規模回報遞增的出現，不是這些新方法的本質。既有規模回報遞增，又保留所有標準的新古典主義結果，完全是可能的。重要的是假設資本的穩定回報。規模回報遞增就會是不可避免；若非如此，資本回報穩定會意味非資本因素的邊際生產率是負值。無論如何，我認為把壟斷性競爭納入成長理論是毫不含糊的好事，新成長理論可為此接受喝采（也連帶向Dixit與Stiglitz敬禮）。
關於跨代最適化的代表性個人，我沒有同感。也許我只是老派，但我對使用這建構看不出有任何補償的社會價值，Ramsey認為這建構是代表理想化決策者的決策，彷彿那是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的描述性模型。這對故事沒有什麼增減，而是添上不必要的不可信度和複雜性。
現在回到穩定資本回報的問題。可能一般沒有認識到這假設是如何限制多多。不能容忍任何偏差。Lucas的1988年文章強調，稍微的資本回報遞減（他提到的是人力資本）會大幅度改變模型的性質，使其無法產生長期的增長。他沒有注意到稍微的資本回報遞增也是如此，但是方式完全不同。因為我還沒有看到文獻有承認這一點，我在此說明一下。
假設生產函數是f(K, L)，資本回報非遞減；暫時L當作是常數，所以函數只是f(K)。淨投資是產出的分數s，因而K的時間路徑取決於dK/dt = sf(K)。很明顯，表面來看，如f(K)隨著K增大而越來越快，可能會有頗為爆炸性行為的潛力。例如，如f(K)/K隨著K增加，K值變得越大，K的增長率變得越快。然後這成長模型的時間路徑有了屬性：在有限時間內，資本變得無限。（聲言數量最終將超過任何約束是一回事，而聲言這在聖誕節前會超過任何聲明的約束又是另一回事。）需要一些演算來說明「溫和爆炸性」是什麼一回事。（註3）
值得進一步探究常數彈性的脆弱度。我選擇h = 0.05代表資本回報以相當小的程度增加。如Y = K1.05，K增加20%，Y增加稍多，是21%。這已經是相當微薄的回報增加，甚至可能沒有可偵察的實證。數值稍大，後果會更為劇烈。保守一點，資本產出率的量度大約是1。簡單計算結果表明，到了(l / sh)年產出將是無限。（註4）如s大約是0.1，h是小如0.05，像德國或法國這樣的國家約在200年將實現無限產出，甚至是從「現在」起計一段較短時間。人們會說他們應有這樣壽命。
當然，這種計算不應該單從字面上看，但這確實有重要的教訓。明顯的托詞不可以避開這常數─回報模型的刀口本質：噢，這會在有限時間內爆破，那時間可能是從現在開始的一百萬年，到那時我們將變成天曉得是什麼。要一百萬年出現這世外桃園，1 + h不得不是極其接近1，我們將永遠無法分辨其中的差別。得出的結論是這版本的內生成長模式是非常沒勁；資本沒有確實的常數回報，這模型不可能維持。但你要相信牙仙童話才會期望有這樣的運氣。
純粹以理論為依據，這個新成長理論的分支似乎沒有什麼希望。如果有實證材料的有力支持，人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並可能試圖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何大自然別無選擇，只能給我們資本常數回報。但是就整體而言，經驗證據似乎稍為不夠強烈：假如有的話，這是走向另一方向。
實證作品的一個特別風格，似乎是萌芽於成長理論與Summers與Heston (1991) 彙編的極具價值國民經濟會計（國民經濟核算）比較數據結合。這建立於國際的橫截面回歸值：右邊是各國的平均增長率作為因變量，以及各種政治經濟因素；如增長率很容易受到影響，這些就可能很容易影響到增長率的增長速度。我還是坦白承認，我不認為這是鼓舞人心的項目。被忽略的變量，倒轉的因果關係，看來太容易受偏見影響；更重要的是經常有人懷疑，各國異常不同的經濟體系，不應解釋為各自代表一些明確定義表面上的不同「點」。Levine與Reinelt (1992)以及Levine與 Zervos (1992) 證實這些弱點，他們發現這些截面回歸對解釋性變量的選擇和其他未事先處理的統計資料不穩健。更嚴格和集中的研究──我特別想到Mankiw, Romer與Weil (1992) ，以及 Islam (1992) ──似乎有利於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擴展版本。
解釋這些跨部門研究，會有一廂情願想法的誘惑，應以開明的懷疑來應對。引入大範圍的解釋性變量有利於抵消因為變數被省略所帶來的偏差。但這種保護是有代價的。隨著解釋的範圍擴大，越來越難相信一個基本結構性和可逆的關係，可以說明在這個或那個時期日本增長迅速而英國增長緩慢，這只是一個狡猾的說明。

我認為內生成長理論的實際價值，會呈現在試圖把科技進步的內在組成部分，建模為經濟成長理論的組成部分。這方面的開創者是Romer(1990)。許多人追隨他的領導：我的短名單包括格Grossman與Helpman (1991), Aghion與Howitt (1992), Stokey (1992) 以及Young (1991, 1993)，還有其他人。

這是一個非常艱深的問題，有許多原因。一方面，研究和開發過程中可能有不能還原的外源因素，至少這是經濟體系的外部。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的興衰是難以預測，一如科學和科技。

例如，這反映在研究項目最終找到的東西是最初作出決定時甚至沒有設想的頻率。知識進步有一種內在「邏輯或」，有時是「非邏輯」，可能與經濟邏輯互不相關。這並不是要否認創新的部分內生性質，只是表明「生產」新科技可能不是簡單的投入和產出。我沒有懷疑成功創新的高經濟回報，會把資源轉投到研發。困難部分是建模這之後又如何。

第二個困難，毫無疑問是和第一個有關，那就是許多研究項目頗為不確定。可能這些不確定度有些不是關乎機率：如Knight不確定性（譯註：確切結果無法預料，結果的性質及發生的機率亦不能預測）可以在任何地方顯示出來，也可以在這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就缺乏適當的分析技術。第三，目前還不清楚如何知道手中的模型是否有希望。表面可信性是一個條件，但遠遠不充分。實證材料的最佳來源可能是歷史性的個案研究，但隨後的真理測試必然是模糊。

當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以及經濟學家都曾研究過「研發過程」的詳細內容。他們的見解和結論，一般都不是宏觀經濟建模者能理解的形式，他們甚至可能認為必要的抽象和整理是冒犯。即使如此，也沒有藉口去忽略其他類型作品的一般概括。創新的模型憑空構造出來，但如果有更持久的材料，使用這些材料無疑是更好的。毫無疑問，最好的賭注是各建模者和使用非正式方法的其他人士合作，一方要求有明確界限，另一方對複雜度的感覺，兩者需要妥協。

儘管有各種困難，在我看來，我剛才引用的作品文獻充滿希望和興奮。Aghion與Howitt (1992) 能夠對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給出一定的精確度。他們提出每項創新殺掉前身的正式模型。很明顯，有些創新減少或消滅舊有創新有可能累積的租金，在理解這過程時必須顧及這人生的現實。

但誰會知道，也許有時創新是新舊互補，租金反而增加。這種可能性也關乎重要。是否有任何非機械方式考慮到這兩方面？（熊彼特是這個領域的某類守護神。可能只有我認為他應該被尊為守護神：每年遊街一天，其餘時間或多或少被忽視。）

在我看來，Alwyn Young (1993) 的項目有很大的優點，把邊做邊學列為生產力增加的一個模式，但不是唯一的模式。這是一個重要的生活現實，在很多情況下，改進產品和降低成本與研發活動關係不大，而是源起於其他方式，例如累積生產工人、工藝工程師、甚至客戶的小建議。要衡量用於提高生產力的資源，只計分類研發的開支是不全面。如何理解和建模其他方式，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成長理論家可借鑒工業界的知情觀察者。

我要插入一些對新浪潮的特殊批評。許多前文提到的文獻以「新產品」作為創新的全面比喻。即使是降低成本也往往是假設出於發明新的中間產品。新產品的開發，無疑是科技景觀的突出特點，但人們會想到這是否唯一的方式，或者是最好的方式。任何特定的比喻可以對其後的思路強加偏見。

內生成長的想法，吸引成長理論家的想像力，他們往往只是以不勞而獲的方式加上有利的假設；然後伸手進去把他們放進去的好東西拿出來，有一種傾向認為已經證明了一些什麼。假設生產函數是Af(K, L)，其中A載著（Hicks中性）科技進步。（中性只是澄清，無關緊要。）成功創新使A變得更大。但大了多少？
為此，暫且接受有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即所謂「創新」以及由企業決定的一連串創新。很容易就同意，每時間單位的創新流量取決於投入的資源數量。如創新產生A的比例增加，就有一個簡單內生成長的理論。研發投入更多資源，每年就有更多創新，A的增長率就會更高。但假設創新僅僅產生A的絕對增長值：那麼撥出更多資源在研發只會買到生產力一次性跳升，而不是更快的生產力增長率。我不知道那個假設是較好，而這只是許多可能性的兩個。僅僅採納較有力的假設，與採納較有力的結論，兩者沒有分別。
理想的話，這種建模決策應根據事實。不幸的是沒有很多可用事實以供消化。人們可以希望對行業、科技和研發決定的個案研究可以有一些啟示。即使如此也不容易：跳探戈要兩個人；個案研究報告的作者並不希望看到他們的見解歸納為高度簡化的方程。儘管如此，我認為研究議程的最佳候選項目，是試圖從豐富多彩的個案研究，商業史，訪談，專家證詞提煉出幾個可行的假設，或是任何方法可以揭示建模提高生產力的創新和改進。最後，我想提請注意Caballero與Jaffe (1993) 的有趣文章，他們巧妙利用任何數據。我不是贊同他們的所有結論，而是他們願意篩選大量數據尋找合理的概論。
註：

1.Harrod的說明傾向以沒有具體說明的行為和預期假設為依歸。Domar較為簡單，集中於持續增長中供求均衡的要求。

2 原則上沒有任何理由排除m和n的內生性質。但人口增長引起的變化，雖然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但在這模型為之而設計的富裕國家中似乎不是主要關注。內源性技術進步的意念從來都是隱於表面之下。在那些日子，想變出一些簡單戲法把資源分配聯繫增長率生產力，似乎是輕率。Kaldor與Mirrlees (1962) 提出的「技術進步函數」，顯然似乎是不可行的嘗試。我建議閱讀Karl Shell (1966, 1967, 1973) 的文章，表明當時的技術先進和讀書無數的經濟學家願意走得多遠。這些文章之後己取得一些進展，但不是很多。

3 這微分方程的解答給出[image: image2.png]SO d/f(x) = st = 1)



現在假設瑕積分（反常積分）[image: image3.png]TRy dx/f(x)



 斂到數值J（J取決於K(to)，但這不重要）。誠然，當t越來越接近to+(J/s) ，資本存量接近無限。如生產函數可從無限資本得出無限產出（一如Cobb and Douglas或是勞動力和資本的替代彈性是優於1），則總產出和收入在那時成為無限。允許就業增加只能加快大爆炸的日期。如產出是有限而資本無限，經濟體系將在有限時間實現其最大產出。這就是我的意思：該模型以不同方式改變其性質。什麼使瑕積分收斂？顯然，若f(K)隨著K迅速增長，這會更有可能。若f(K)是凹或線性，瑕積分不會收斂。有些f(K)凸函數，積分會偏離。但資本回報遞增有很大幫助。很容易看到，如任何正數h是如何細小，[image: image4.png]f(K)=K"**



，積分收斂。

4. 當[image: image5.png]f(K)=K'*"



，數值J是[image: image6.png]frceoy® =™ dx



，即是[image: image7.png]K(tg) ™" /h



。因為[image: image8.png]


，[image: image9.png]


。因此「大爆炸」的日期滿足[image: image10.png]s(t = o) = h™ 'K (T) /Y1)



。解答t給出「大爆炸」的日期（不再有我們所知道的稀缺）發生於[image: image11.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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